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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养老保险、家庭隔代抚养与老年人健康

余靖雯　麦东仁　龚六堂＊

：本文考察了以 “新农保”为代表的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人隔代抚
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取养老金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参与率，
该负向影响在女性老年人和孙辈数量更多的老年人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
明，养老金对隔代抚养参与率的影响渠道在于代际间联系的弱化，养老金不仅
减少了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的可能性，还会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产生挤出效应。隔
代抚养会提高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而领取养老金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该负面
作用。

：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隔代抚养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３．０１．０７

一、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２０２０年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６０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达到１８．７０％，其中６５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达到１３．５０％，早已超过了７％的人口老龄化标准。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
时，隔代抚养行为广泛存在于家庭生活中。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指出，４５％的祖辈会与

０—６岁的孙辈居住在一起，同居的祖辈平均每周照顾孙辈的小时数达到２３．０９小时，几
乎与孙辈母亲的平均周照顾小时数相当。邹红等 （２０１８）发现，大约有３３．６％的６０岁
老年人在被调查时表示最近６个月帮助过子女照看孙辈。国家卫生计生委 （现为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２０１６》也显示，在１—５岁少儿中，隔代抚
养占比达到４１．１％，祖辈分担了相当大一部分幼儿照料的责任。
尽管隔代抚养普遍存在于我国家庭中，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祖辈拒绝抚养孙

辈的现象也变得越发常见。钟晓慧和郭巍青 （２０１７）调查发现，访谈中的十个家庭有七
个家庭的祖辈都曾以直接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意再带孙辈。李芬和风笑天
（２０１６）利用２０１５年在全国１２个城市的调查数据也发现，如果子女再生育，“双方老人
都不愿意带”的比例达到了３５．７％。隔代抚养作为减轻儿童照顾压力的家庭策略，对家
庭成年子女的生育意愿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当前生育率低迷的情况下，如果祖辈撤出隔
代抚养的意愿愈加强烈，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生育率的下降，从而影响未来的劳动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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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祖辈隔代抚养决策？
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养老金等公共转移支付项目的实施。由于养老金放松了

老年人的财务约束，因此会改变代际关系，从而对代际行为产生影响。事实上，隔代抚
养行为是代际的一种转移支付，老人通过对子女转移自身的时间禀赋从而放松了子女的
时间约束，影响了家庭的经济决策 （Ｃａｒｄｉａ　ａｎｄ　Ｎｇ，２００３）。一方面，养老金减轻了老
年人的经济负担，使得老年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和帮助子女，替子女照顾孙
辈；另一方面，养老金也会淡化代际联系，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依赖性降低，从而转向
参与其他活动而不再愿意照料孙辈。因此，养老金很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决
策，但影响的方向不确定。

２００９年９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 “新农保”）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试
点。“新农保”的实施为考察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人隔代抚养决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政策实验。本文使用ＣＨＡＲＬＳ数据，采用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 “新农保”对祖辈
隔代抚养行为的影响，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在老龄化的大趋势下，社会养老保险如
何影响祖辈的隔代抚养行为？作用机制是什么？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否会对这种影响

产生冲击？隔代抚养和养老金会对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产生影响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

于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更好地设计人口和社会保障政策以发挥家庭隔代抚养的作用。
本文发现，领取养老金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参与率，但对已在隔代抚养的

老年人而言，领取养老金对隔代抚养时间投入并不具有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
该负向作用在女性老年人和孙辈数量更多的老年人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领取养
老金对隔代抚养参与率的负向影响并不是因为养老金影响了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和闲暇社

交活动，而是因为养老金弱化了代际联系，具体体现在养老金不仅减少了老年人与子女
同居的可能性，还会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地，本文还探究了
隔代抚养和养老金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发现隔代抚养会提高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而养老
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隔代抚养的负面影响，带来健康效应。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不仅从实证上检验了养老金收入

等公共转移支付对老年人隔代抚养决策的影响，还对其影响机制、异质性效应以及对老
年人健康的影响进行了识别以及深入分析。对于公共转移支付和私人转移支付之间关系
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考察的是养老金收入如何影响代际子女对父母的向上流动的转移
支付。然而，代际转移支付除了子女对父母的向上流动的转移支付以外，还包括父母对
子女的时间转移支付 （如隔代抚养），但关注养老金收入如何影响后者的文献还相当有
限。本文考察了公共转移支付对隔代抚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
第二，已有的与隔代抚养相关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子女的视角出发，考察隔代抚养

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 （卢洪友等，２０１７；邹红等，２０１８；Ｄｉｍｏｖａ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ｆ，２０１１）。鲜
有文献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出发，对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和家庭贡献 （如参与隔代抚养）
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在隔代抚养中，祖辈投入了大量时间，承担了大量儿童生理性抚
育和家庭照料工作，其照料行为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但是，当前老年人撤出隔代抚
养的意愿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因此，要发挥隔代抚养的作用，除了关注隔代抚养对子女
的影响以外，还应当关注作为参与主体的祖辈在实施隔代抚养行为中受到了哪些因素的
影响，以及隔代抚养对祖辈其他方面 （如个人健康等）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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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相比于以往只采用了 ＯＬＳ或其他估计方法的研究，本文使用断点回归的方
法考察养老金对隔代抚养的影响，得出的因果关系和结论更为稳健可靠。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介绍了识别策

略和数据，第四部分报告实证结果以及进行模型设定检验，第五部分进行异质性和机制
分析，第六部分进一步探讨隔代抚养和养老金对老年人的健康效应，第七部分是全文
总结。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２００９年９月，“新农保”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试点。“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为每
人每月最低５５元，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年满１６周岁、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农村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 “新农保”。２０１４年，政府将基础养老金提高到
每人每月最低７０元。尽管基础养老金收益还不能完全覆盖老年人的最低生活保障，但
参加 “新农保”的老年人不用缴费便可得到一笔长期稳定的额外收入。对于农村老年人
来说，这笔收入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不可忽视的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新农保”的实施以县级为单位，自实施以来，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作为中央政府
大力推行的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客观上为考察社会养老保险对隔代抚养的影响提
供了很好的政策实验。试点县的选择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决定，尽管县级政府在一定
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上级政府的决策，但 “新农保”的实施无论是对家庭还是个人来说都
是外生的。

（二）理论分析

隔代抚养本质上是父母对子女提供的时间转移支付。养老金收入等公共转移支付如
何影响代际转移支付主要取决于个人动机。一部分文献认为，代际私人转移支付的动机
是利他的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４；Ｂａｒｒｏ，１９７４），家庭成员间发自内心地关心对方的福利水平。
另一部分文献认为，代际私人转移支付是出于交易动机 （Ｂｅｒｎｈｅｉｍ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６；Ｃｏｘ，

１９８７），家庭成员间进行转移支付是为了未来能得到回报。由于不同的动机假设会导致
不同的政策结果，大量文献通过考察养老金如何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来检验两种
动机假设。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利用南非的数据发现父母领取养老金会降低子女对父母的转
移支付。陈华帅和曾毅 （２０１３）发现，老人领取的养老金每增加１元时，其子女提供的
代际支持将减少０．８０８元。张川川和陈斌开 （２０１４）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然而，也有
部分实证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例如，解垩 （２０１３）利用中国的数据发现公共转移支
付会增加私人转移支付。
除了检验养老金收入怎么影响向上流动的转移支付以外，也有文献转而关注养老金

怎么影响父母对子女的向下流动的转移支付，但这类文献较少。Ｄｅｉｎｄｌ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ｔ
（２０１１）利用欧洲数据发现，养老金会使得６４岁以上父母更多地从金钱上帮助子女，但
不会更多地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涉及了养老金对隔代抚养时间投入
的影响，发现村庄实施 “新农保”试点会增加老年人的隔代抚养时间投入，但他们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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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并没有对其影响渠道、异质性效应和其他可能产生的影响展
开深入的研究。封进和韩旭 （２０１７）考察了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相关的强制退休对隔代
抚养的影响，但并没有将养老金收入等公共转移支付和隔代抚养直接相联系。

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大部分文献探讨的私人转移支付都是子女对父母的向
上流动的转移支付，忽略了父母对子女的向下流动的转移支付。养老金会改变代际关系
从而对代际行为产生影响。其中，隔代抚养是代际的一种时间转移支付，是本文关注的
重点。理论上，老年人的隔代抚养也存在着 “利他动机”和 “交易动机”两种可能。一
方面，养老金收入减轻了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从而使得老年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从
事其他活动。如果老年人出于利他动机发自内心地关心子女，他们会将这部分养老金的
时间收益与子女分享，从而表现为替子女照顾孙辈。另一方面，老年人进行隔代抚养也
可能是出于 “交易动机”。由于隔代抚养的负担非常沉重，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会更
倾向于将其看作是工作以换取子女对自己的赡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养老金收入会降
低老年人对子女养老的依赖性，淡化代际联系 （程令国等，２０１３；张川川和陈斌开，

２０１４），老人提供隔代抚养以换取子女赡养的机制被削弱，对孙子女的照料会减少。因
此，养老金收入如何影响祖辈的隔代抚养行为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的动机假设下会得到
截然相反的结论，影响的方向、效果和作用机制都需要实证上的检验。

三、识别策略和数据介绍

（一）识别策略

本文利用 “新农保”这个政策实验，采用断点回归 （ＲＤ）的方法考察当存在外生的
养老金收入冲击时，老年人隔代抚养行为的变化。

根据 “新农保”的政策规定，年满６０岁的参保人才可以领取养老金，即：

Ｄｉ＝
１　ｘｉ ≥６０
０ ｘｉ ＜６０
■
■

■
， （１）

其中，Ｄｉ 为处置变量，等于１表示个体领取养老金，反之则为０。ｘｉ 为分组变量，表示
个体的年龄，年龄大于或等于６０被分到处置组，反之则被分到控制组。若式 （１）被满
足，则可以用局部线性回归对以下方程进行估计：

ｍｉｎ
｛α，β，δ，γ}∑

ｎ

ｉ＝１
Ｋ［（ｘｉ－ｃ）／ｈ］［ｙｉ－α－β（ｘｉ－ｃ）－δＤｉ－γ（ｘｉ－ｃ）Ｄｉ］

２， （２）

其中，Ｋ（·）为核函数，ｃ为断点处的数值，（ｘｉ－ｃ）表示把断点的数值设置在０处，但本

文为了直观解释，后文依然以政策规定的年龄为断点进行说明。δ的回归估计量δ
�
则为断

点处的平均因果效应 （ＬＡＴＥ）。

上述估计的断点回归为精确断点回归 （Ｓｈａｒｐ　ＲＤ），其特征为个体接受处置的概率
在断点处从０变为１。然而很多时候个体是否接受处置并不完全由分组变量决定，还可
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个体在断点处接受处置的概率不同，即：

Ｄｉ＝Ｄ（Ｔｉ，εｉ），Ｔｉ＝１（ｘｉ ≥６０），Ｐ［Ｄ＝１　Ｔ＝１］≠Ｐ［Ｄ＝１　Ｔ＝０］. （３）

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模糊断点回归 （Ｆｕｚｚｙ　ＲＤ）处理，即依次估计以下两个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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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
｛αｙ，βｙ，δｙ，γｙ}∑

ｎ

ｉ＝１
Ｋ［（ｘｉ－ｃ）／ｈ］［ｙｉ－αｙ －βｙ（ｘｉ－ｃ）－δｙＴｉ－γｙ（ｘｉ－ｃ）Ｔｉ］

２.

（４）

ｍｉｎ
｛αＤ，βＤ，δＤ，γＤ}

∑
ｎ

ｉ＝１
Ｋ［（ｘｉ－ｃ）／ｈ］［Ｄｉ－αＤ －βＤ（ｘｉ－ｃ）－δＤＴｉ－γＤ（ｘｉ－ｃ）Ｔｉ］

２.

（５）

断点处的平均因果效应为δ
�

＝δ
�

ｙ／δ
�

Ｄ 。在本文的研究背景下，由于样本包含的不仅
是参保人，更合理的假定应该是６０岁及以上的居民领取养老金的概率更大，即采用模
糊断点回归更适合。
在ＲＤ的估计中，一个重要的参数是带宽。利用局部线性回归，只要带宽足够小，

线性回归函数都将是条件期望函数很好的近似。但带宽小意味着样本量少，估计方差
大，估计精度下降。因此需要权衡偏差和方差从而选择合适的带宽进行估计。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Ｌｅｍｉｅｕｘ （２００８）提出了使拟合的均方误差最小的最优带宽选择方法。本文采用了
这种方法计算的最优带宽，并使用不同带宽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数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８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ＣＨＡＲＬＳ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实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项目，覆
盖了全国１５０个县级单位，４５０个村级单位，约１万户家庭中的１．７万人，具有很好的
全国代表性。ＣＨＡＲＬＳ的调查对象为４５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调查开展的时间覆盖了
“新农保”从试点到全覆盖的阶段，非常适合本文的研究。
样本筛选方面，本文剔除了参加其他养老保险项目和城镇户籍的样本，还剔除了没

有子女和没有孙子女的样本。本文也剔除了所在地未开展 “新农保”试点的样本。此
外，为了实现较小的带宽，样本限制在了５０—７０岁的年龄段。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没
有只包含参加 “新农保”的人，这是因为 “新农保”是自愿选择参加的，只包含参保人
群体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自选择问题。
本文主要关注的结果变量为隔代抚养行为。在ＣＨＡＲＬＳ中，关于隔代抚养的问题

主要是 “过去一年，您或您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了您的孙子／孙女？”和 “过去一年，您
和您配偶大约花几周，每周花多少时间来照看这个子女的孩子？”因此，选取了两个指
标度量隔代抚养行为，分别为是否照顾孙子女 （是＝１，否＝０）和平均照顾每个孙子女
的周小时数。１协变量包括了是否完成初中教育、婚姻状态和子女数量等代表个人特征的
具有较强外生性的变量。表１的第 （１）、（２）列汇报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为
了进行断点两侧的对比，表１第 （３）至第 （７）列展示了主要变量在断点前后５年带宽
内的比较分析。

１ 值得说明的是，进行隔代抚养的周小时数只有在隔代抚养发生以后才有记录。因此采用周小时数进行回归时的样
本都是已经参与隔代抚养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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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全样本 断点左侧 （－５） 断点右侧 （＋５）

观测值

（１）

均值

（２）

观测值

（３）

均值

（４）

观测值

（５）

均值

（６）

均值差

（７）

是否照顾孙子女 １２　９９６　 ０．５２９　 ３　７８２　 ０．５７８　 ３　６６６　 ０．４９７　 ０．０８２

平均照顾每个孙子女的周小时数 ６　６２２　 ５４．８３０　 ２　１０１　 ５５．３５３　 １　７５１　 ５３．２２６　 ２．１２７

是否领取新农保 １３　００２　 ０．４０４　 ３　７８３　 ０．０７４　 ３　６６６　 ０．８１０ －０．７３６

年龄 （季度） １２　９８５　 ５９．９７６　 ３　７８３　 ５８．２９０　 ３　６６６　 ６３．１３８ －４．８４８

是否完成初中教育 １２　９２７　 ０．２４４　 ３　７６９　 ０．２７２　 ３　６５０　 ０．１６６　 ０．１０６

是否在婚姻状态 １３　００２　 ０．８６４　 ３　７８３　 ０．９０１　 ３　６６６　 ０．８３４　 ０．０６８

子女数量 １２　８０１　 ２．７３７　 ３　７６２　 ２．５４７　 ３　６４２　 ２．９０６ －０．３５８

性别 １３　００２　 ０．４６０　 ３　７８３　 ０．４５９　 ３　６６６　 ０．４８６ －０．０２７

未成年孙辈数量 ７　９４７　 ２．９４４　 ２　０６５　 ３．０５２　 ２　２０２　 ３．３９８ －０．３４６

是否农业就业 １２　９９８　 ０．６７８　 ３　７８３　 ０．７１６　 ３　６６４　 ０．６８２　 ０．０３４

是否非农就业 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８２　 ３　７８３　 ０．１９１　 ３　６６６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６

是否与子女同居 １２　９９３　 ０．４５７　 ３　７８１　 ０．４７９　 ３　６６６　 ０．４１８　 ０．０６０

子女经济支持 （对数） ６　０３２　 ７．７９５　 １　４８８　 ７．８３５　 １　８１６　 ７．７３８　 ０．０９７

四、实证结果
（一）图形分析

图１显示的是年龄与领取养老金的关系。可以看出，在６０—６１岁的年龄段之间存在
着明显的断点，年龄断点之后领取养老金的可能性明显增大。断点的发生并不完全在政
策规定的６０岁这个年龄，可能的解释是养老金的发放或许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滞后。借鉴
张川川和陈斌开 （２０１４）的做法，我们把年龄的计算精确到了季度，只要跳跃点落在６０—

６１岁的年龄段之间就认为是合理的。根据后文的回归结果，本文把断点定为６０．７５岁。

图１　年龄与是否领取养老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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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绘制了年龄与是否照顾孙子女的关系。从图形可以看出，在６０．７５岁的年龄断
点以后，祖辈照顾孙辈的可能性明显下降，养老金收入可能会对隔代抚养的参与造成显
著负向影响。

图２　年龄与是否照顾孙子女关系

图３显示的是年龄与平均照顾每个孙子女的周小时数的关系。隔代抚养的时间投入
并没有明显的断点，领取养老金可能并不会对隔代抚养的时间投入产生影响。

图３　年龄与照顾每个孙子女周小时数关系

上述的图形分析初步支持了ＲＤ的识别条件。图形分析表明，养老金会降低祖辈参
与隔代抚养的可能性，但对隔代抚养的时间投入并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二）回归分析

表２展示了结果变量为是否照顾孙辈时的回归结果。考虑到最优带宽与３年非常接
近，并且现有文献基本上都是以３年的整年带宽作为最小带宽进行估计 （张川川和陈斌
开，２０１４；解垩，２０１５），本文取年龄带宽为３年进行回归，结果在第 （１）列中汇报。２

２ 不同方法得出的最优带宽基本在２．４７８—２．８０２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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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中，控制了协变量以后的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在断点右侧的样本领取养老金
的概率会显著增加，增加的幅度大约为４６．２％。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领取养老金
显著降低了老人照顾孙子女的可能性。当祖辈领取养老金时，照顾孙辈的概率会降低

１５．７％。表２的第 （２）、（３）列分别取４年和５年的带宽作为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并
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这些结果表明，领取养老金会降低祖辈隔代抚养参与率。

表２　ＲＤ的回归结果 （是否照顾孙子女）

第一阶段 结果变量：领取养老金

带宽
３年

（１）
４年

（２）
５年

（３）

年龄≥６０．７５　 ０．４６２＊＊＊

（０．０２４）
０．５３２＊＊＊

（０．０２０）
０．５７６＊＊＊

（０．０１７）

第二阶段 结果变量：照顾孙子女

带宽
３年

（４）
４年

（５）
５年

（６）

领取养老金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３）
－０．１５７＊＊＊

（０．０４８）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有效样本数 ４　５３９　 ５　９００　 ７　２２６

样本数 １２　７０５　 １２　７０５　 １２　７０５

　　注：控制变量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是否在婚姻状态、子女数量。有效样本数是指带宽内断点左右样本数之

和。＊＊＊、＊＊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标准误。

表３汇报了结果变量为平均照顾每个孙子女的周小时数的回归结果。与表２不同的
是，回归结果显示，虽然领取养老金的系数为正，但无论在何种带宽下都不显著，说明
养老金并不会对已经参加隔代抚养的老年人在隔代抚养时间投入上造成影响。可能的解
释是，养老金对隔代抚养的影响更多在于 “广延边际”（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而非 “集约
边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隔代抚养时间投入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被照顾方手中，例
如祖辈接送孙辈上下学的时间投入并不是祖辈能完全决定的，更多地是祖辈根据孙辈上
下学的需要而调整，这种照顾一旦开始投入就难以退出，退出成本很高，涉及家庭寻求
替代性的孙辈照料方式。所以，对已在隔代抚养的祖辈来说，若已开始隔代抚养，即使
领取养老金，祖辈也并不能够主动调整时间投入。３

表３　ＲＤ的回归结果 （平均照顾每个孙子女的周小时数）

第二阶段 结果变量：平均照顾每个孙子女的周小时数

带宽
３年 ４年 ５年

（１） （２） （３）

领取养老金 ５．２２３
（８．５２６）

７．４１１
（６．２０２）

５．１０８
（５．１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３ 将结果变量替换为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总照料时间得到的结果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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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二阶段 结果变量：平均照顾每个孙子女的周小时数

带宽
３年 ４年 ５年

（１） （２） （３）

有效样本数 ２　３６８　 ３　０５９　 ３　７２６

样本数 ６　４３４　 ６　４３４　 ６　４３４

　　注：控制变量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是否在婚姻状态、子女数量。有效样本数是指带宽内断点左右样本数之

和。＊＊＊、＊＊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标准误。

（三）模型设定检验４

ＲＤ的可信性建立在一系列的前提假设之上。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对模型设定进行
检验。第一，ＲＤ关键假设是假设在断点附近近似于完全随机化实验，这就要求个体不
能精确控制分组变量。第二，为了符合ＲＤ的连续性假设，把断点回归的效应归因于处
置变量而不是其他协变量，还需要对协变量的连续性进行检验。第三，为了进一步检验
结果的稳健性，还可以虚拟伪断点和利用未试点地区进行安慰剂检验。除此之外，我们
还从断点的选择以及加入更多固定效应这些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分组变量的密度函数检验

ＲＤ要求个体不能操纵分组变量。如果个体能控制分组变量，这样在断点附近两边
的个体就会出现较大的差异，那么随机化假设就不再满足。因此，一种检验方法是检验
分组变量是否也有显著的断点。在本文中，个体可能会为了养老金而谎报年龄从而导致
年龄密度函数两侧密度分布显著不同。因此需要对断点两侧的分组变量的密度函数进行
检验。图４展示了年龄密度函数检验的结果。从图形看，年龄密度函数并没有明显断
点，密度统计量为－０．２４，ｐ值为０．８１，也说明在断点处没有显著跳跃。

图４　年龄密度

２．协变量连续性检验
加入了协变量之后，要把断点回归的效应归因于处置变量，还要保证其他协变量在

４ 限于篇幅，部分检验未汇报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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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点处是连续的。我们分别把结果变量改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是否在婚姻状态、是否
居住在农村和子女数量等协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我们发现，把协变量作为结果变量进
行回归的系数都不显著，因此可认为协变量是连续的。

３．伪断点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伪断点检验。由于外生冲击只发生在政策规定的断点处，那么在伪断

点处的因果效应应该为０。如果在伪断点处系数也显著，则可能并不能把隔代抚养的降
低归因于养老金，影响有可能是来自其他未观测到的变量。但有一个与前面不同的细节
是，由于我们知道政策规定的年龄存在断点，因此我们在这些伪断点处进行估计时，带
宽不能取太大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Ｌｅｍｉｅｕｘ，２００８；雷晓燕等，２０１０）。为此，我们在进行伪
断点检验时，都只取前文的３年带宽进行估计。从检验结果来看，无论是取５５、５７、５９
岁作为伪断点，还是６１、６３、６５岁作为伪断点，伪断点处都没有显著效应，这说明隔
代抚养参与率的下降的确只出现在政策规定的年龄左右，证实了本文识别的有效性。

４．未试点地区的安慰剂检验
养老金会显著降低老年人参与隔代抚养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在未开展 “新农

保”试点的地区，我们应该看不到这种效应。因此，可以利用未试点地区的样本进行安
慰剂检验。如果老年人隔代抚养参与的下降是由养老金造成的，那我们可以预期未试点
地区样本的隔代抚养参与率不会出现明显的年龄断点。从回归结果来看，在不同的带宽
设定下，年龄断点虚拟变量的系数都较小且不显著。因此，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本
文的结论。

５．其他稳健性检验
前文以６０．７５岁为年龄断点进行估计。为了得到更为稳健的结果，我们用６０．２５岁

和６０．５岁为断点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无论采取哪种设定，都支持了领取养老金
会降低隔代抚养参与的结论。此外，为了进一步排除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干扰，在基准
回归的基础上，我们还加入年份和社区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无论在何种带宽下，

养老金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五、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女性由于被认为在家庭生产中存在着比较优势，育儿压力往往会更多地落在她们身

上。这种差异很可能导致养老金对隔代抚养的影响也存在着性别差异。此外，随着生育
政策的放开，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孩子数量增多的问题，这会产生对隔代抚养的需求。根
据孙辈数量进行异质性分析可以为生育政策放开的影响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因此，接
下来我们分别从祖辈性别以及孙辈数量两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１．性别异质性
从表４可以看出，养老金降低隔代抚养参与率的作用在女性祖辈中更为显著。这与

隔代抚养的负担主要落在女性祖辈身上的事实相符。孙辈的实际照顾人更多的是女性祖
辈，因此养老金对隔代抚养参与率的降低作用也更多地作用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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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性别异质性结果

结果变量：是否照顾孙子女

男性祖辈 女性祖辈

带宽 ３年 ４年 ５年 ３年 ４年 ５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领取养老金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９）

－０．２６９＊＊＊

（０．０８８）
－０．２５１＊＊＊

（０．０６５）
－０．２１８＊＊＊

（０．０５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有效样本数 ２　１３７　 ２　７９２　 ３　４１０　 ２　４０２　 ３　１０８　 ３　８１６

样本数 ５　８４１　 ５　８４１　 ５　８４１　 ６　８６４　 ６　８６４　 ６　８６４

　　注：控制变量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是否在婚姻状态、子女数量。有效样本数是指带宽内断点左右样本数之

和。＊＊＊、＊＊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标准误。

２．孙辈数量异质性
孙辈数量可能也是影响祖辈是否参与隔代抚养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生育政

策已逐渐放开。受限于数据，我们无法对政策的影响直接进行评估。但由于政策的放开
必然会使得一些家庭的孙辈数量增多，可以预料到这也会对养老金的隔代抚养效应产生
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采取替代性办法，根据祖辈的孙辈数量进行异质性分析，
从而为生育政策的影响提供一定的参考。参考邹红等 （２０１８）的做法，我们根据孙辈数
量把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
表５显示，养老金对隔代抚养的负向影响会在祖辈有２个以上孙辈的情况下更明显。

当孙辈的数量增多时，隔代抚养的需求加大，祖辈承受的压力更大，祖辈领取养老金后
减少参与隔代抚养的可能性也越大。这表明，政府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有可能会加大社
会养老保险对隔代抚养产生的负向冲击。

表５　孙辈数量异质性结果

结果变量：是否照顾孙子女

未成年孙辈数量＞２ 未成年孙辈数量≤２

带宽 ３年 ４年 ５年 ３年 ４年 ５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领取养老金 －０．１６５＊

（０．０９６）
－０．２００＊＊＊

（０．０６９）
－０．１６６＊＊＊

（０．０５６）
－０．２０１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４）

－０．１３８
（０．０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有效样本数 １　４９３　 １　８９６　 ２　３３０　 １　０３１　 １　４０６　 １　７７４

样本数 ３　８４２　 ３　８４２　 ３　８４２　 ３　８０８　 ３　８０８　 ３　８０８

　　注：控制变量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是否在婚姻状态、子女数量。有效样本数是指带宽内断点左右样本数之

和。＊＊＊、＊＊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标准误。

（二）机制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养老金会降低老年人隔代抚养的参与。那么养老金影响隔代抚养行
为的渠道是什么？我们将从劳动供给、闲暇社交活动、居住安排以及子女经济支持四个
方面进行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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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劳动供给
隔代抚养是老年人转移自身的时间禀赋给子女，时间禀赋是一定的，如果养老金使

得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劳动供给，便可能会挤占隔代抚养的参与。为了探究养老金是否会
通过劳动供给的渠道影响隔代抚养，我们把老年人是否参与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作为
结果变量进行回归。表６展示了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现有证据不支持养老金是通过
增加劳动供给的渠道减少隔代抚养参与。

表６　劳动供给的回归结果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带宽 ３年 ４年 ５年 ３年 ４年 ５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领取养老金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有效样本数 ４　５３９　 ５　８９９　 ７　２２５　 ４　５４０　 ５　９０１　 ７　２２７

样本数 １２　７０５　 １２　７０５　 １２　７０５　 １２　７０５　 １２　７０５　 １２　７０５

　　注：控制变量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是否在婚姻状态、子女数量。有效样本数是指带宽内断点左右样本数之

和。＊＊＊、＊＊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标准误。

２．闲暇社交活动
养老金是否有可能使得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其他的社交活动享受自己的闲暇时间而不

是去参与隔代抚养呢？隔代抚养对老年人的精力要求较高，祖辈的育儿压力会比较大。
钟晓慧和郭巍青 （２０１７）等对一些隔代抚养的祖辈进行访谈发现，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
反复强调服务强度高，时间投入太大，用老年人的话来说就是：“好像车轱辘不能停”
“坐下来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不少老年人把隔代抚养称为 “上
岗”或 “上班”，把休息时段称为 “下岗”或 “下班”。这些都表明，相当一部分老年人
是把隔代抚养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工作。那么当领取养老金削弱了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
联系时，老年人可能更愿意参与其他享受闲暇的社交活动而非隔代抚养。如果是这样，
我们应当能看到养老金会提高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参与。表７展示的是以是否参与社交活
动对领取养老金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养老金并没有显著改变老年人参与社交活动的
频率，这表明闲暇社交活动的渠道不成立。

表６　是否参加社交活动的回归结果

结果变量：是否参加社交活动

　　带宽 ３年

（１）
４年

（２）
５年

（３）

领取养老金 ０．０２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有效样本数 １　４９１　 １　９２３　 ２　３５６

样本数 ４　３１３　 ４　３１３　 ４　３１３

　　注：控制变量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是否在婚姻状态、子女数量。有效样本数是指带宽内断点左右样本数之

和。＊＊＊、＊＊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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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居住安排

养老金放松了老年人的财务约束，会改变代际关系从而对代际行为产生影响。文献

表明，养老金收入提高了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老人在经济来源和照料方面对子

女的依赖，老人在居住意愿和实际居住安排上与子女分开居住的可能性会有所增强 （程

令国等，２０１３）。一般来说，隔代抚养会更多地发生在祖辈和子女同住的家庭，因为这

样照料的成本会相对更低。Ｃｏｍｐ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ａｋ （２０１４）发现，子女和父母居住得越近，

子女劳动供给的可能性就越大，原因就是因为居住的空间距离越小，父母为子女进行隔

代抚养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领取养老金之所以会降低隔代抚养参与率很可能就是因

为养老金提高了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老年人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可能性。为了

验证这个渠道，我们把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作为结果变量，考察领取养老金是否会降

低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

表８汇报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养老金的确会降低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

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比不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在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上会有１３％—２１％
的下降，这个结果与程令国等 （２０１３）的结论一致。养老金的确可能通过影响老年人的

居住安排从而影响其隔代抚养行为。

表８　是否与子女同住的回归结果

结果变量：是否与子女同住

　　带宽 ３年

（１）
４年

（２）
５年

（３）

领取养老金 －０．２１１＊＊

（０．０８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６２）
－０．１３８＊＊＊

（０．０５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有效样本数 ４　２８６　 ５　６３６　 ６　９７１

样本数 １２　７０１　 １２　７０１　 １２　７０１

　　注：控制变量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是否在婚姻状态、子女数量。有效样本数是指带宽内断点左右样本数之

和。＊＊＊、＊＊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标准误。

４．子女经济支持

实证结果显示，领取养老金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参与率，表明老年人更可

能是利用隔代抚养以换取子女赡养。由于养老金使得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换取赡养的机

制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能观察到养老金会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存在 “挤出”

效应。因此，本文考察领取养老金如何影响子女经济支持，进一步检验相应机制。

从表９的结果上看，领取养老金 “挤出”了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养老金收入

淡化代际联系，弱化老年人的家庭养老观念，使得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依赖性下降。

“社会养老”对 “家庭养老”的替代导致了老人提供隔代抚养以换取子女赡养的机制被

削弱，减少了老年人隔代抚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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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子女经济支持的回归结果

结果变量：子女经济支持

　　带宽 ３年

（１）
４年

（２）
５年

（３）

领取养老金 －０．５８８＊

（０．３４９）
－０．５４０＊＊

（０．２３４）
－０．４３９＊＊

（０．１８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有效样本数 ２　０３９　 ２　６５１　 ３　２６４

样本数 ５　８８９　 ５　８８９　 ５　８８９

　　注：控制变量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是否在婚姻状态、子女数量。有效样本数是指带宽内断点左右样本数之

和。＊＊＊、＊＊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标准误。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养老金降低隔代抚养的参与率并不是因为养老金改变了老年

人的劳动供给和闲暇社交活动，而是养老金弱化了代际联系，具体体现在养老金一方

面减少了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还会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产生显著的挤

出效应。

六、进一步讨论

许多文献都表明，“新农保”对老年人的个人福利具有正向影响 （郑晓东和方向明，

２０１８）。此外，大量文献也表明，隔代抚养对祖辈的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和认知功能

等都会产生影响。一部分文献认为，由于隔代抚养给老年人产生了沉重的养育负担，占

用了老年人的锻炼身体机会和看病时间，会严重损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ｌ－

ｖｅｒ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８；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１１）。但另一部分文献认为，抚育孙辈能给予祖辈情

感慰藉，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从而祖辈的身心健康和认知功能都得到改善 （宋璐等，

２０１３）。因此，隔代抚养对祖辈健康的作用取决于积极和消极影响哪方面更占优势。为

此，我们选取了自评健康、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ＡＤＬ）、精神健康 （ＣＥＳＤ分数）和认

知能力等四个健康指标，在回归中加入隔代抚养与养老金的交互项，考察隔代抚养和养

老金对个人健康的影响。５

表１０展示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在四个指标中，隔代抚

养会显著增加祖辈的ＣＥＳＤ分数，即导致老年人抑郁水平上升。这个结果与本文认为隔

代抚养加重了老年人育儿负担的分析是一致的。由于隔代抚养给老年人产生了沉重的养

育负担，占用了老年人的锻炼身体机会和看病时间，长此以往会对祖辈的心理健康产生

负面影响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１１）。隔代抚养与养老金的交互项系数在１％的统计性水平

５ 身体健康程度会被分为五个等级：很好、好、一般、不好和很不好。如果受访者回答的是前三者的话，我们记自
评健康为１，否则记为０。在衡量受访者的认知能力上，ＣＨＡＲＬＳ会让受访者进行五次减法运算，分别是从１００
开始连续五次减去７，受访者需要分别说出五次运算的结果，汇总五次运算正确的结果，次数越多说明认知能力
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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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为负，说明领取养老金可以削弱隔代抚养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养老金在

一定程度上对老年人的个人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６

表１０　隔代抚养和养老金对个人健康的影响

　　结果变量
ＡＤＬ 自评健康 ＣＥＳＤ 认知能力

（１） （２） （３） （４）

隔代抚养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４）

领取养老金×隔代抚养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０５）

领取养老金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０　５６３　 １０　６８８　 １２　１５４　 １１　３２６

　　注：控制变量为是否完成初中教育、是否在婚姻状态、子女数量。＊＊＊、＊＊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括号内为个体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七、结论与启示

“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得十分迫切。然而，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可能对老年人的隔代抚养行为产生冲击。本文探究了养老金收
入如何影响祖辈的隔代抚养行为。结果发现，领取养老金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
参与率，但对已在隔代抚养的老年人而言，领取养老金对隔代抚养时间投入并不具有明
显的影响。养老金对隔代抚养参与率的影响在女性老年人和孙辈数量更多的老年人中更
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领取养老金对隔代抚养参与率的负向影响并不是因为养老金增
加了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而是因为养老金弱化了代际联系，养老金不仅减少了老年人与
子女同居的可能性，还会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地，本文还探
究了隔代抚养和养老金对个人建康的影响，发现隔代抚养会提高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而
养老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这种负面影响，带来健康效应。

本文的结论说明，在老龄化背景下政府在调整社会保障政策和人口生育政策时，应
充分考虑到对中国特色的家庭隔代抚养的冲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
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１．３，已经处于较低水平。隔代抚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幼儿
照料，能降低抚育成本，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同时促进子女的劳动供给。但隔代抚养
行为也可能使老年人背上沉重的育儿负担，会对老年人的个人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事
实上，隔代抚养的代际合作模式之所以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前儿童照料的市场化

６ 隔代抚养和个人健康变量之间可能还存在内生性问题，参考卢洪友等 （２０１７）的做法，我们也使用了 “受访者所
在社区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作为隔代抚养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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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不完善和公共儿童照料资源供给太少导致的。市场和公共资源的双重缺失使得家庭
承担了过多的育儿负担。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口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和
“去家庭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这种代际合作抚育幼儿的模式可能会逐渐瓦解，从而造
成生育率的下降和劳动供给的减少。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公共儿童照料资源的供给，同
时不断完善儿童照料的市场化服务，以减缓家庭对老年人隔代抚养的需求，这样才能更
好地应对经济不断发展下老年人隔代抚养参与逐渐减少的现象，促进人口增长率和劳动
供给的提升。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虽然探讨了领取养老金通过哪些渠道影响隔代抚养，但考察的

只是农村养老保险。考察城镇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收入对隔代抚养的影响，并与农村养老
保险的养老金效应进行比较，无疑是在数据完善时下一步要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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